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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从“取舍”到“双赢” 

《大气中国》报告特别篇专题

自2022年起，亚洲清洁空气中心（CAA）开始编制《大气中国》系列报告的特别篇“十年
清洁空气之路，中国与世界同行”，通过指标图集的方式呈现了中国过去（特别是2013年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后的关键十年）在清洁空气与气候变化领域的进展和历程，并
通过与东亚、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典型国家的对比分析，提供互鉴，并识别未
来的改进方向。该报告覆盖了六组指标，涉及空气质量、空气污染物排放、温室气体排
放、能源、交通运输和重点工业行业。同时，在主报告之外，CAA围绕空气质量管理的
主要议题也编写了专题子报告。

亚洲地理面积约占全球的30%，居住着世界上60%多的人口，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但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机动化的进程之中，同时面临着空
气污染控制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挑战。 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空气质量之间
的关系，符合环境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的规律。经济发展进入“高阶”水平的国家环
境质量较好，反之，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较差。

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稳步高效地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高质量的绿
色发展，在大气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过去十年间，中国人
均GDP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实现“拐点”跨越，进入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双赢”的状
态。而部分亚洲国家，仍然面临经济持续增长与更清洁的空气之间的权衡取舍，甚至是
面临经济发展困境与环境质量退化的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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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东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全球GDP占比约为32%（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4a）。同时，该地区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2023年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近三
分之二（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4b）。过去十年间，东亚、南亚、东南亚的发
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尽管人均GDP水平仍然远低于欧美典型发达国家，但增长
速度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快。从2020年开始，亚洲经济体受新冠疫情影响增速放缓，当前
已呈现恢复态势。

亚洲经济整体增速快，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能源强度偏高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图1 2013-2022年亚洲部分国家与欧美典型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速

一、亚洲经济发展与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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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2013-2022年亚洲部分国家人均GDP与GDP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与欧美典型发达国家相比，亚洲发展中国家由于仍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普遍呈现出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能源强度偏高的特点。其中，位于东南亚以缅甸和柬埔寨为代表
的国家，正在经历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和能源强度的大幅上升阶段。在新冠疫情前的10
年间，缅甸和柬埔寨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均达到7%，推动两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
素之一，正是工业行业的快速增长。2013-2022年，缅甸和柬埔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分别由32%和26%提升至38%和40%。伴随第二产业发展，两国能源强度同步上升，分别
由6.12和5.98升至8.34和9.09百万焦耳/2015年不变价美元。

另一些国家在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上却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以中国为例，通过优化产
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努力，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已由2013年的43.4%降至
2022年的37.9%。同期，中国也在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取得进展，单位GDP能耗由14.15降
至11.24百万焦耳/2015年不变价美元，降幅超过20%。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
也均表现出类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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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2013-2022年亚洲部分国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能源强度

数据来源：UN National accounts，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2014-2023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各国污染物排放趋势存在差异，产业与能源结构发展变化是
推动因素之一

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等方面的变化，是驱动空气污染物以及温室气体
排放水平变化的重要因素。以缅甸、柬埔寨和越南为例，第二产业占比和能源强度均在
稳定上升，单位GDP空气污染物以及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呈现不同幅度的上涨趋
势，其中以缅甸的增幅最为显著。2013至2022年，缅甸单位GDP二氧化硫（SO2）、氮
氧化物(NOx)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分别增长约204%、63%和115%。另一些国家由
于煤炭消费比重增加，也表现出排放量的上升趋势。例如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煤炭
消费比重在近十年明显上升，分别由26%和5%上升至35%和22%，并直接导致了这些国
家单位GDP排放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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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2013-2022年亚洲部分国家单位GDP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数据来源：Community Emissions Data System (CEDS) ，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2014-2023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中单位GDP SO2、NOx排放量的单位为千克/1000美元（2015年不变价美元），单位GDP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1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2017年不变价国际元）。

与此对应，其它已经开始产业结构转型且能源强度已实现降低的国家，其单位GDP排放
量则相应减少。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单位GDP排放量，均在近十年明
显下降。其中，得益于一系列气候变化应对以及空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出台和有效执行，
中国在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幅下降。
2013至2022年，中国的单位GDP SO2、NOx及CO2排放量分别下降约93%、76%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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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洲主要国家和典型城市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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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一直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南亚地区，PM2.5暴露浓度接近全球平
均水平的两倍，远超其它地区。南亚的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PM2.5年均浓度
最高，2023年的年均浓度在40-80        之间。影响这些国家PM2.5浓度的主要因素包括
砖窑和其他工业排放、农业废物焚烧和火葬、烹饪和取暖所用固体燃料燃烧等。另一方面，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因素，也导致空气污染不易扩散，更容易在这一区域累积。据估计，在
南亚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中，仅有不到一半是由城市内部产生的，这突显了区域协同减排
的重要性（IQAir, 2022; World Bank, 2022a）。

东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PM2.5暴露浓度虽然也较高，远超高收入国家地区及欧洲、美
洲其它区域，但大部分代表性国家的年均PM2.5浓度，现已降至WHO最宽松的过渡目标IT-
1标准（35        ）以下。亚洲发达国家空气质量相对较好，其中日本的PM2.5年均浓度已
达到WHO的最严格过渡目标IT-4（10        ）。

南亚地区空气质量堪忧，东亚、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可达到
WHO IT-1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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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亚洲部分国家年均PM2.5浓度（2023年）

数据来源：IQAir历史空气质量数据库，2024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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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空气质量整体向好，南亚城市空气污染依旧严重、
甚至仍在恶化

近年来，亚洲超大城市空气质量整体呈现改善趋势。在本报告关注的28个亚洲超大城市中，
超过八成城市在2019至2022年间的PM2.5三年滑动平均浓度有所改善。其中，改善比例超
过10%的城市有10个，6个是中国城市。自2013年起，中国开始推进国家层面的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先后发布并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中国在国民经济和工业化、城镇化保持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实现了整体空气质量
的显著改善。2013-2023年间，中国实现全国整体PM2.5年均浓度下降约56%，SO2年均浓
度下降约78%。2023年，中国发布第三个国家层面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行动计划》，明确了至2025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的目标和任务。

除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呈现整体改善趋势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空气质量改善幅度也比较大。
乌兰巴托的空气污染来源，主要为传统蒙古包居住区的原煤燃烧。2019年，蒙古政府发布
政策，禁止在乌兰巴托的蒙古包区域燃烧原煤，并引入更为清洁的煤球作为替代燃料。
2020年，乌兰巴托的年均PM2.5浓度显著下降，较2019年下降近25%，并在2021至2022年
保持持续下降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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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22年亚洲主要城市PM2.5年均浓度和2019-2022年间改善比例

注：本图中改善比例采用三年滑动平均值改善比例，即2020-2022三年浓度均值相比2019-
2021三年浓度均值的改善比例。

数据来源：IQAir 历史空气质量数据库。

尽管东南亚超大城市空气质量呈现整体改善趋势，但也存在空气质量堪忧的典型大都市。
印度尼西亚是该区域污染较为严重的国家，首都雅加达长期是其中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
一。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导致当地交通及能源需求快速上升，当地PM2.5浓度水平自2017
年起快速上升，至2019年上升幅度超过60%。虽然2020年以来，雅加达空气污染程度有
所减轻（部分归因于疫情期间的生产及交通活动水平大幅下降），但其PM2.5浓度水平仍
超出WHO指导值的8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城市空气质量的季节性波动很大，
旱季特殊气象条件使空气污染问题更加突出。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泰国曼谷为例，干
旱季节的PM2.5浓度水平可高出全年平均浓度水平的20%-50%。

南亚超大城市空气质量状况较差且改善不佳，甚至仍在恶化。位于南亚的印度首都新德
里和孟加拉国首都达卡，PM2.5浓度远高于其它超大城市，分别超出WHO最新指导值的17
倍和13倍。南亚其它超大城市，例如孟买、加德满都、伊斯兰堡和卡拉奇，空气污染也
很严重，PM2.5浓度超出WHO最新指导值8-10倍不等。其中，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和首都
伊斯兰堡在2019至2022年间的PM2.5三年滑动平均浓度上升幅度最大，分别达到8%和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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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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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90年代，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广泛关注。1991年，针对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可能对美国本土环境造成的影响，
Grossman and Krueger(1991)首次对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也进行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的相关研究。随后，
Panayotou (1995)首次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描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EKC假说认为，环境质量起初随着收入增加而
恶化，而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环境质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
入呈倒U型关系。

尽管目前对EKC假说仍有争论，但已有大量实证证据，支持各种环境质量指标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倒U型关系。针对环境质量随收入水平改善的拐点位置，采用不同的环境质量指标与实
证模型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一些覆盖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拐点可能在5000到
10000美元（1985年不变价美元）附近（Grossman and Krueger, 1993; Grossman and 
Krueger, 1995; Sheldon and Song, 1994）。

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变化也符合这一假说。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兴起，英国和美
国的经济发展至EKC假说拐点附近，两国分别经历了空气质量的恶化，继而引起公众和政府
的广泛关注。最终，英国于1956年颁布清洁空气法令（Clean Air Act），美国于1970年通
过《清洁空气法案修订案》（Clean Air Act Amendments）且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两国空气质量在随后几十年持续好转。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近40年维持平均近10%的增长速度，被世界银行描述
为“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最快的持续扩张”。2011年起，中国大气重污染事件频发，“雾霾”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治理PM2.5的紧迫性逐渐显现。2013年，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部署了到2017年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和具体措施，宣告中国正式对“雾霾”宣战。其后，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标准与措施，逐渐形成了以空气质量整体改善为
目标、多种污染物减排、全污染源管控的大气污染防治体系。

《行动计划》实施后的十年间，中国在经济整体保持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实现了城市空气质
量的显著改善。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统计，2013至2021年的十年间，中国第一批实施新空
气质量标准并依据新标准开展空气质量监测的74个城市，年平均PM2.5浓度下降约56%，中
国已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
 
 

中国已成功实现拐点跨越、进一步证明空气质量改善与经济
发展可以双赢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从“取舍”到“双赢” 

《大气中国》报告特别篇专题



图7 各国PM2.5暴露水平与人均GDP（2020年）

 数据来源：State of Global Air,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图7绘制了20个国家2020年度的PM2.5暴露水平与人均GDP，气泡大小代表各国的人口数
量。图中两个指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人均GDP较高的国家PM2.5暴露水平相对较低。这
一关系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假说相符合，即当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时，环境质
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改善。根据以往的实证研究，环境质量随收入增加而改善的拐点，
可能在5000到10000美元（1985年不变价美元）附近，相当于大约10000到20000美元
（2020年不变价美元）。从图中来看，右侧的发达国家已超越这一收入水平，普遍呈现
较低的空气污染水平，处于拐点左侧的发展中国家污染水平差异较大。中国正处于这一
拐点附近，中国过去10年也同时经历空气质量状况的大幅改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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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有望实现环境质量恶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

近十年，亚洲国家从整体上看，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空气质量稳定及一
定程度上的改善。这一趋势若继续保持，亚洲国家将实现环境质量恶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脱钩，越过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拐点，开始迈向绿色转型时期。

图8绘制了亚洲17个代表性国家2010至2020年的人均GDP（2015年不变价美元）以及
PM2.5暴露水平与的变化趋势。其中，中国在人均GDP保持年均约7%增长速度的同时，
PM2.5暴露水平在2013年后开始稳定大幅下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南
亚代表性国家，近十年的PM2.5暴露水平仍然较高，平均维持在60        左右，人均GDP
水平相对较低，仅为1000-2000美元，十年间经济平均增速约5%。2015年后，南亚国家
PM2.5暴露水平开始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东南亚国家整体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
PM2.5暴露水平稳定在较低水平。例如菲律宾和越南，2010至2020年间，人均GDP水平平
均为3000美元左右，并保持4-5%的平均增速，PM2.5暴露水平稳定在较低的20














左右。
日本、韩国、新加坡三个亚洲发达国家，已具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并保持缓慢经济增长，
同时PM2.5暴露水平维持在非常低的10        附近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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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各国PM2.5暴露水平与人均GDP变化趋势（2010-2020年）

数据来源：State of Global Air,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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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等因素，可对空气质量造成
影响

在试图解释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大量文献探索了可能对空气质量造成潜在
影响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一系列重要指标，包括产业结构（Li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17）、能源消费与能源结构（Alvarez-Herranz et al., 2017; Bilgen, 2014; Geng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19）等。图9(a)至(c)分别绘制了20个亚洲代表性国家和欧美
典型发达国家，2020年度PM2.5暴露水平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能源强度、和煤炭消费
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气泡大小代表各国的人口数量。

工业生产过程通常是最主要的空气污染来源之一，图（a）显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更高
的国家，更有可能暴露在较高的PM2.5水平下。中国虽在近年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第二
产业增加值占比稳定下降，但目前这一占比仍接近40%，同时仍然暴露在相对较高的空气
污染水平下。另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例如缅甸、柬埔寨和越南等，正处于由第二产业扩
张拉动的经济稳定增长时期，相对较高并仍处于上升阶段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给空气
质量管理带来一定的压力。南亚部分国家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虽不突出，但空气污染程
度远超其它国家，主要是由于南亚区域较高的生物质燃料使用比例，以及居民活动产生的
空气污染排放。

从能源强度角度来看，产出单位GDP所需的能源越多，污染排放强度及污染浓度水平可能
更高。如图（b）所示，各国的PM2.5暴露水平与能源强度之间呈明显正相关关系。由于二
产增加值占比较高，中国、印度等国的能源强度也偏高，从而倾向于暴露在污染浓度偏高
的空气中。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二产增加值占比虽然较高，但多以纺织、电子产品
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加之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规模相当、甚至更大，因此
整体能源强度并不突出。

能源消费结构也是影响空气污染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煤炭等高排放一次能源消费
占比的增加，对空气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图（c）显示，煤炭消费占比更大的国家，更有可
能暴露在较高的PM2.5水平下。中国和蒙古虽已在努力推进能源结构转型，两国煤炭消费占
比也在总体下降，但其煤炭消费占比仍在60%左右，处于高位。印度和越南的煤炭消费占
比也超过50%，明显高于其它国家，且越南的煤炭消费占比仍在迅速提升，近十年增长近
60%。同样，部分南亚国家显示出高于亚洲国家整体趋势的高污染水平，除煤炭消费外，
用于烹饪、取暖等家庭活动的高比例生物质燃料也会直接影响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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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各国PM2.5暴露水平与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2020年）

数据来源：State of Global Air，UN National accounts，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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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M2.5暴露水平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b) PM2.5暴露水平与能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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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M2.5暴露水平与煤炭消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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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管理涉及到一系列污染控制措施，意味着需要相当规模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财务
成本支出，而此类支出可能会与政府其它政策目标竞争预算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明确空气
污染的经济负担，即改善空气质量所带来的收益，对于政策决策者十分必要。

在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负担中，健康成本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估算方法体系最为成熟
的部分。大多数与空气污染有关的健康成本由PM2.5造成（World Bank, 2016; USEPA, 
2011），世界银行在最新研究中，对2019年全球因PM2.5暴露造成的过早死亡和疾病成本进
行了估算。研究结果显示，2019 年全球有 640 万人因接触 PM2.5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其
中约70% 的死亡发生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

对PM2.5健康损害的货币化估值表明，2019年由PM2.5暴露导致的过早死亡和疾病的全球成本
约为8.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1%。这一健康成本的GDP占比在亚洲地区最高，按
照地区占比，其在南亚占比约为10.3%，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占比约为9.3%。此外，亚洲区
域由家庭空气PM2.5暴露造成的健康损害在总健康成本中占比相对较高，按照地区占比，其在
南亚占比约为42%，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占比约为22%。在以南亚为主的亚洲部分国家，在
家庭烹饪和供暖等活动中大量使用固体燃料，进而造成较为严重的家庭空气污染问题，是造
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健康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为过早死亡造成的经济成本，亚太地区由
过早死亡产生的健康成本占总额比重约为84%。

在亚洲代表性国家中，空气污染问题仍较为严峻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缅甸、印度、尼
泊尔等国，PM2.5暴露导致的健康成本可达本国GDP的10%以上。相比之下，空气污染控制
较好的发达国家健康损害成本相对较低，在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约占GDP的2.4%-5.1%。

全球约七成归因于PM2.5暴露的过早死亡发生在亚太地区，该
区域空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成本约占GDP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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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亚洲代表性国家的GDP总量及PM2.5暴露归因的健康损害GDP占比（2019年）

注：数据来源World Bank(2022b)，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五、小结

亚洲经济发展迅速，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过去十年间，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
发展中国家，大多处在稳定高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增加值和能源强度整体偏高。其中，
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工业行业仍在快速增长，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及能源强度呈现上升
态势，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另一些国家，已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努力降低能源强度。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的变化是污染物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各国单位GDP SO2、NOx

及CO2排放量，随之呈现出有差异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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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气质量方面，亚洲地区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其中，南亚地区的空气污染
尤为严重，PM2.5暴露浓度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种污染源排放、独特的地理和气
候因素是主要因素。在国家层面，东亚、东南亚大部分代表性国家，年均PM2.5浓度已降
至WHO最宽松的过渡目标IT-1标准（35        ）以下。亚洲发达国家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其中日本的PM2.5年均浓度已达到WHO的最严格过渡目标IT-4（10        ）。在城市层
面，亚洲超大城市空气质量整体呈现改善趋势，但南亚超大城市空气质量状况较差，改
善效果不佳、甚至仍在恶化。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
的规律。经济发展进入“高阶”水平的国家空气质量较好，人均GDP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空
气质量较差。近十年，亚洲代表性国家整体上呈现出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
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趋势，该趋势若能保持，亚洲国家将有望实现环境质量恶化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脱钩，越过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拐点，开始进入绿色转型时期。产业结构、
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既是影响空气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的抓手。

亚洲区域严重的空气污染状况不仅带来公共健康问题，同时伴随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全
球约七成PM2.5暴露归因的过早死亡发生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因空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损
失约占GDP的10%左右。在亚洲地区推动空气质量改善，不仅能够带来生态环境质量和
公共健康水平提升，也可带来可观的经济负担降低。明确空气污染以及空气质量改善所
带来的经济损益，将对空气质量管理相关决策起到决策支持和决策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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